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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构建了公共部门生产企业进入市场的一般均衡模

型,利用 2000—2006 年度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合并数

据,通过 ACF 修正后得到无偏一致的成本加成,随后验证了 De
 

Loecker
 

et
 

al.
 

(2016)提出的“成本—价格传递”理论。 研究发现在样

本期间内,控制了不随时间变动的企业—产品层面的成本加成率后,
边际成本的变化能够在 90%的程度上解释价格的变化。 最后,本文分

析了企业进出口行为下成本加成与资源配置效应,发现企业从单纯国

内销售转向出口兼具内销,能够降低企业内部资源错配,提高资源配置

效率。 本文的研究拓展了以往成本加成理论,将成本加成纳入“国际+国
内”双维度背景下考察,给目前我国“双循环”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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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边际成本和价格的关系是微观经济理论的核心问题,在完全竞争市场状态

下,价格等于边际成本,但是,现实中很少有满足完全竞争市场假说的情境。 早

期经济学家认为对于偏离边际成本法则有两种变化,一种变化认为超过边际成

本的价格应当与需求弹性成反比,与市场需求同方向变化;与此相反,另外一种

变化则认为价格应该与边际成本同比例变化(Frisch,1939;Allais,1948)。 实际

上,商品价格与边际成本的差额就是成本加成(Price
 

Cost
 

Mark-up),加成水平

率的高低,一方面反映了市场竞争程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企业市场定价能力

和盈利水平(钱学锋和范冬梅,2015;李宏亮和谢建国,2018)。 早期成本加成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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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主要运用于国际经济和贸易领域,从最开始的勒纳指数(Lerner,1934)到克努

格曼模型(Krugman
 

Model),经历了由纯粹价格理论到以加成为核心的市场结

构与资源配置理论的转变。
成本加成测算经历了由外生不变到内生可变的转变,最初由于无法观测边

际成本,需要用需求弹性计算成本加成(Bresnahan,1989;Berry,1994);后续通

过构建需求函数和市场结构计算可变成本加成(Melitz
 

and
 

Ottaviano,2008;
Edmond

 

et
 

al. ,2015)。 其主要测算方法分为两种:一是基于企业增加值、员工

工资和中间投入品计算的会计核算法。 优点是计算简单方便、数据易得,不容

易受到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Domowitz
 

et
 

al. ,1986);缺点是忽视了经济环境和

外部冲击的影响,得出的指标不能够充分反映经济状况(Bresnahan,1987)。
二是在生产函数框架下的测算。 Hall

 

et
 

al. (1986)提出了企业行为基本模型估

算(行业)加价的简单方法,可以从生产数据中计算成本加成,但是没有考虑生

产率冲击,容易产生偏误;后续学者提出采用工具变量法( IV-method)和广义矩

估计(GMM)修正偏误法(Wooldridge,2009)。 此后,Olley
 

and
 

Pakes
 

(1996)
 

、
Levinsohn

 

and
 

Petrin
 

(2003)分别控制了企业投资和中间品投入等对生产率有

影响的重要因素,尝试解决内生性问题。 De
 

Loecker
 

and
 

Warzynski
 

(2012)在

Hall
 

et
 

al. (1986)的基础上,用实际产出数据替代收益额,进行 ACF 修正,有利

于剔除随价格和需求变动带来的偏差,但是该方法对于数据质量要求较高,需
要企业产品价格和数量层面的信息。

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变化和差异化市场结构都会影响企业成本加成,诸如

市场 竞 争 程 度 ( Tybout, 2003; Altomonte
 

and
 

Barattieri, 2007 )、 政 府 政 策

(Silvestre,1993;Konings
 

and
 

Vandenbussche,2005;De
 

Loecker
 

et
 

al. ,2016)、出口

与企业生产率(Kugler
 

and
 

Verhoogen,2009;Crozet
 

et
 

al. ,2012)等。 国内学者的

研究集中在生产投入机制与产业政策方面,中间品投入是企业生产环境的重要

链条,构成企业价值和附加值的重要环节,能够促进企业产品生产多元化,提高

企业成本加成(钱学锋等,2016;樊海潮和张丽娜,2019)。 影响成本加成的另一

个重要因素源于政府政策。 任曙明和张静(2013)发现政府补贴降低了企业加

成,寻租降低了补贴的经济效应。 盛丹和张国峰(2018)研究了政府设立开发区

与企业成本加成的关系。 戴小勇和成力为(2019)分别探讨了政府补贴、税收减

免与低利率贷款三种产业政策工具对成本加成的影响,揭示了加成率产业层面

的影响渠道。 盛丹等(2021)以增值税转型改革为政策冲击,发现优化企业要素

资源配置,能够提升产品质量,提高企业成本加成。
企业成本加成与资源配置有密切关系,成本加成率分布情况为衡量市场资

源配置的重要指标(Holmes
 

et
 

al. ,
 

2014;Edmond
 

et
 

al. ,2015;Lu
 

and
 

Yu,2015)。
一般而言,企业拥有的成本加成越高,表明企业拥有的定价能力和市场势力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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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更有机会获得“超额利润”(盛丹,2013);产品加成率分布一致往往意味着资

源配置效率较高,而加成率差异化越大,表明配置效率越低(Holmes
 

et
 

al. ,
 

2014;
Lu

 

and
 

Yu,2015)。 成本加成的资源配置效率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是产品市场的配置效率。 在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企业通过参与市场竞争,
在“创新驱动”条件下引发“成本效应”和“市场份额”效应,导致成本加成水平

发生变化(刘啟仁和黄建忠,2016);价格不能真实反映消费者实际需求,垄断价

格产生了“异质性成本加成”,导致部门间的资源错配,从而不利于实现最优效

率(Epifani
 

and
 

Gancia,2011;Peters,2020);政府的“差异化”管制政策容易加大

部门间成本加成离散程度,造成更大规模的资源错配(钱学锋等,2015)。 另一

方面是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 诸竹君等 ( 2017) 引入劳动力成本的扩展

Melitz-Ottaviano 模型,发现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上升会导致加成率水平降低。 崔

晓敏等(2018)进一步发现最低工资调整对不同行业、进出口部门企业间的加成

影响存在明显异质性。 许明和李逸飞(2020)认为政府工资政策能够将产品成

本传递给消费者,进而影响资源配置,提高企业成本加成。
本文借鉴 D&W(2012)和 De

 

Loecker
 

et
 

al. (2016)的框架,利用中国工业企

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两大微观企业数据库,对行业大类重新分类并计算出新

的行业分类基础下的成本加成率,同时对成本加成进行分解,利用“成本—价格

传递”理论分离出价格和边际成本的具体影响。 随后利用成本加成率分布进行

资源配置效率的分析。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将生产函数法计

算出来的边际成本进行分解,分离出价格和边际成本的影响,目前这一点国内

文献鲜有探讨;二是将公共品生产纳入考量范围,将成本加成理论拓展到公共

经济学领域,不仅适用于国际经济和贸易,而且可以运用在国内市场机制分析

中;三是企业边际成本对于资源配置到底有多大程度的影响,本文将提供直观

的经验证据。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 1 部分是模型的介绍,主要考虑纳入生产视角

和公共品后的加成模型;第 2 部分是基于不同方法(会计法和生产函数法)计算

的成本加成结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异质性比较;第 3 部分是“成本—价格传

递”理论的验证,将产品价格分解为成本加成和边际成本;第 4 部分是成本加成

与资源配置的效应分析;第 5 部分是研究结论与应用展望。

1　 模型构建与估计

1.1　 成本估算模型(纯私人企业生产角度的加成)

　 　 考虑 D&W(2012)构建的生产函数模型,将产品产出弹性、生产投入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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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纳入生产函数框架内,构建总生产函数方程:
F = Q(X1,…,Xv,K,w)

其中,v 表示可变要素投入,如劳动力、中间产品等,K 表示动态变化的资本,w
表示公司的生产力,生产函数满足连续且二阶可导。

基于成本最小化的拉格朗日函数为:

L X1,…,Xv,K,λ( ) = ∑
v

v = 1
PXvXv + rK + λ(Q-Q(·))

其中,P 和 r 分别表示可变投入要素 v 和资本的价格,其一阶条件为:
∂L
∂X

= P - λ ∂Q ·( )

∂X
= 0

　 　 可以得到边际生产成本为:∂L
∂Q

=λ,在上式基础上左右两侧乘以
X
Q
,得到:

∂Q ·( )

∂X
X
Q

= 1
λ

PX
Q

　 　 我们将成本加成定义为:

μ = P
λ

　 　 这表明成本加成对于价格设定是稳定的,并且不依赖于公司之间的价格竞

争。 但是,成本加成取决于市场结构的性质,因此,我们在生产函数法中利用价

格与边际成本的差别识别生产加成,也就是说企业的加成是在均衡中决定的。
按照成本加成的定义,加成率反映的是价格与边际成本的偏离程度,为此,

构建产出弹性方程如下:

θX = μ PXX
PQ

其中,θX 表示投入品 X 的产出弹性,在此得到成本加成的表达式:
μ = θX αX( ) -1

其中,αX 表示的是投入品 X 占总销售额的比重。

1.2　 考虑公共生产后的加成偏离度

接下来考虑公共部门参与生产的情形,我们将公共部门生产和产品的提供

仅限于国有企业参与生产和提供。 假设公共部门生产最终人均产品数量为 Z,
则所有人具有同一种效用函数 U(X,Z,L),其中 L 表示人均供给的劳动量。 此

时劳动作为衡量标准,参考 Li
 

et
 

al. (2021)和 Han
 

et
 

al. (2022)关于国有企业和

私营企业提供公共产品生产的模型,我们可以得到生产约束集为:
Φ = C0 Z( ) +C1 X( ) - L = 0

其中,C0 Z( ) 表示公共部门的劳动需求,C1 X( ) 表示私人部门的劳动需求,q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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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部门企业生产的价格水平,P 表示公共部门企业生产的价格水平,生产函

数集为凸函数,此时私人企业利润最大化条件需要净产出值减去劳动成本达到

最大,其条件为:
Ω = qX -C1 X( )

　 　 假设市场均衡价格由公共部门来确定,才能实现福利最大化。 此时,社会

福利由消费者间接效用函数来衡量,记为 M( q,P),此时企业的利润约束条

件为:
PZ -C0 Z( ) + T > Ω

其中,T 表示政府补助,是通过一次性总付税的形式偿付的,所以进入间接效用

函数,加成问题需要构建拉格朗日函数求解:
Ψ = M q,P,T( ) + λ[PZ -C0 Z( ) + T - Ω]

　 　 其一阶条件为:

- αZ + λ Z + P -C′0( )
∂Z
∂P

é

ë
êê

ù

û
úú = 0

　 　 进一步整理得到:
P -C′0

P
- P

Z
∂Z
∂P( ) = λ - α

λ
　 　 对左右两边等式取极限得:

P -C′0
P

ε( ) = 1

其中,ε 表示商品的需求弹性,意味着产品的成本加成与需求弹性相关。 在计算

加成率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产品需求弹性的问题,将 ACF 修正纳入计算加成

水平过程中,才能够保证计算结果的合理性,减少遗漏偏误和内生性问题。

2　 数据处理与测算方法

2.1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研究的数据主要源于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来自 2000—2006 年中国工

业企业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了所有的国有企业及规模以上的非国有企业信

息,样本量大、跨度时间长、涵盖范围广,是连续统计覆盖面最广的微观企业数

据库。 从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角度来讲,大样本微观数据能够尽可能提高估计

精确度,减少估计偏差(聂辉华等,2012)。 从现实来看,它也是现实经济运行情

况的真实反映,用来讲好中国故事的宝贵素材。 该数据库跨度 7 年(2000—
2006 年),共有 100 多万个样本观测值,涵盖了包括企业总资产、企业总负债、工
业总产值、销售总产值、企业从业人数、固定资产合计等详尽的工业企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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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来自 2000—2006 年度海关数据库,这是由中国海关总署统计的所有

海关进出口交易信息,包括企业编码、进出口数量和产品价格、电话和邮箱等信

息,这些也为我们数据匹配提供了帮助。
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本文参考 Brandt

 

et
 

al. (2012)重新生成企业识别码,并
进行跨期合并。 随后借鉴 Cai

 

et
 

al. (2009)和
 

Feenstra
 

et
 

al. (2014)的样本筛选

方法,先后删除员工数小于 8 人的样本,删除企业总资产、销售额、工业总产值

等经营指标中任一项为缺失值、负值或者零值的样本,删除流动资产大于总资

产、总固定资产大于总资产的样本;同时借鉴康茂楠等(2019)的方法,使用 2004
年经济普查数据来填充 2004 年工业总产值的缺失样本,利用“工业增加值=工业

总产值-工业中间投入+增值税”的方法推算出 2004 年度的工业增加值。 在匹

配过程中,参考田巍和余淼杰(2013)的方法,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

据库进行合并。 第一步,按照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中的企业名称

与年份进行匹配,如果同一年度中,两个数据库的企业名称是一样的,则表明是

相同的企业;第二步,根据邮政编码和电话号码进行匹配,匹配前删掉了邮编和

电话无效的企业,最后将两者匹配的全部数据进行加总,得到了合并后的企业

总数(匹配后企业数量详见表 1)。

表 1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数据库匹配结果

年份
中国工业企业

数据库企业总数

海关数据库

企业总数

匹配后

总数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库中出口交货值

大于零的企业

出口交货值为零但是

存在于海关数据库

中的企业

2000 140311 59868 115115 27233 1556

2001 149348 62210 126932 32302 2203

2002 160860 57739 139937 36603 2648

2003 176370 52257 124322 30924 2537

2004 255312 77029 220108 62487 3067

2005 247489 106846 217226 62338 5996

2006 274864 73857 244580 66222 8476

为了准确识别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我们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出口

交货值大于零的企业和虽然出口交货值为零但是存在于海关数据库中的企业

统一定义为出口企业,而其他企业则为内销企业。 最终,可以得到 2000—2006 年

期间,内销企业为 843628 家,而出口企业为 344592 家,约占整个数据库的 1 / 3。

2.2　 成本加成的测算

为了无偏的一致性,本文采用 ACF 修正的生产函数法(D&W,2012)来计算

成本加成,同时为了稳健性测试,我们同样运用了会计利润法估算成本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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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会计利润法

会计利润法是基于工企增加值、中间品投入等会计经济指标直接计算成本

加成。 参考 Domowitz
 

et
 

al. (1986)、钱学锋等(2015)的方法,计算公式如下:

P - C
P

= 1 - 1
markup

=
indadd - wage
indadd + ncm

其中,markup 表示企业的成本加成,P 表示企业产品价格,C 代表边际成本,
indadd 表示企业工业增加值,wage 表示企业付的工资总额,ncm 表示净中间投入要素

成本。 这种方法简单明了,使得计算结果不容易受到经济周期和外部冲击的影响。

2.2.2　 基于 ACF 修正的生产函数法
 

首先设定生产函数满足希克斯中性条件,并且生产者具有相同的技术参

数,在此条件下计算产出弹性,此时生产函数表示为:
Q = F(X1,…,Xv,K;β)exp(w)

　 　 对总产出取对数可以得到:
y = f x,k;β( ) + w + ε

其中,β 包含所有不同企业可变生产要素的价格投入和固定比例的生产要素投

入,同时,为了获得一致性估计,我们需要控制没有观察到的生产率冲击。 中间

品投入的需求函数为:
m = m(k,w,z)

　 　 考虑到不完全竞争市场,z 包含了影响最优投入需求的额外变量,我们对其

求逆,可以得到 w=h(m,k,z),用来估计生产函数中的生产率,其中
∂m
∂w

>0。

随后我们通过 ACF 修正的生产函数法计算成本加成,对数化的函数表达式为:
y = β0 l +β1k +β3 l2 +β4k2 +β5 lk + w + ε

　 　 第一阶段,我们回归

y = σ l,k,m,z( ) + ε
　 　 此时,能够得到期望产出 σ̂ 和 ε 的估计值,其中期望产出函数为:

σ = β0 l +β1k +β3 l2 +β4k2 +β5 lk + w
　 　 第二阶段,我们通过 GMM 获得生产函数的估计值,并且利用 bootstrap 得到

标准误差。 根据生产的运动方程,并对 w 取一阶滞后项,得到:
w = g w -1( ) + τ

　 　 又有 w β( ) = σ̂-β0 l+β1k+β3 l2 +β4 k2 +β5 lk,通过非参数回归 w β( ) 滞后项,利
用矩估计得到生产函数的估计值。 采用滞后项主要是考虑到当前的要素投入

会对生产率冲击作出反应,因此要求投入要素价格随时间变化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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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条件下,劳动力的产出弹性表示为:

θ̂L = β0
︿+ 2β1

︿l +β2
︿k

　 　 由第二部分可知 θX =μ PXX
PQ

,但是由于并不能直接观察到 X 的投入份额,只

能够通过
Q
~

exp(ε)
来得到,而 ε 我们在第一阶段回归中已经知道,故最终经过

ACF 修正后的加成表达式为:

α̂X = PXX

P Q
~

exp(ε̂)
　 　 利用 ACF 修正的意义在于消除价格或者市场需求变动对生产函数的偏差

影响,得到一致的无偏估计量。

2.3　 成本加成统计性描述

本文计算成本加成率使用的变量主要有:
Q 为企业产品产量,lnP 为企业产品平均价格对数,lnY 为企业主营业务收

入的对数,lnL 为企业从业人数数量的对数,lnK 为企业资本投入份额的对数,
lnX 为企业主营业务成本的对数,e 表示企业是否为出口企业的虚拟变量,lnM 为

中间品投入金额的对数。 表 2 是本文估计过程中使用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企业产品产量(Q) 123717 10. 558 10. 935 2. 603

企业产品平均价格对数( lnP) 123717 3. 647 3. 495 2. 537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对数( lnY) 1188220 9. 868 9. 725 1. 372

企业从业人数数量的对数( lnL) 1188220 4. 808 4. 700 1. 123

企业资本投入份额的对数( lnK) 1188220 8. 416 8. 319 1. 721

企业主营业务成本的对数( lnX) 1188220 9. 681 9. 556 1. 411

中间品投入金额的对数( lnM) 1188220 9. 616 9. 487 1. 375

企业是否为出口企业的虚拟变量(e) 1188220 0. 290 0 0.
 

453

2.3.1　 不同行业加成水平的比较

在计算成本加成之前,我们对数据库中的行业按照行业大类代码和名称进

行了重新分类,一共分成为六个大类,然后分别按照每一大类行业计算成本加

成。 表 3 反映了对每个行业重新进行分类的标准和分类后的成本加成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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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按照行业大类重新分类后成本加成结果

行业大类名称
重新分类

代码
样本量

ACF 加成

均值

ACF 加成

中位数
标准差

农副食品加工业;烟草制品业;烟草加工

业;食品制造业;食品加工业;饮料制造业
C1 114311 1. 137 1. 090 0. 816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家具制造业;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

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木材加

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木材及竹材

采运业;皮革、毛皮、纺织服装、鞋、帽制造

业羽绒及其制品业;纺织业;造纸及纸制

品业

C2 304040 1. 102 1. 087 0. 655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

造业;医药制造业;塑料制品业;有色金属

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橡胶制品业;石油加

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石油加工及炼

焦业;金属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
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C3 387359 1. 139 1. 111 1. 831

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普
通机械制造业;武器弹药制造业;电子及

通信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

C4 278717 1. 156 0. 278 1. 141

其他制造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

工业
C5 10939 1. 122 1. 114 0. 115

其他采矿业;其他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

采选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煤气生产和

供应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煤炭采选业;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

供应业;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

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非金属矿采选

业;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黑色金属矿

采选业

C6 92854 1. 309 1. 246 0. 676

我们按照农副产品及食品加工业、轻工业及纺织品制造业、化学工业及矿

产加工业、设备制造业、其他制造业、采矿业及能源供应业将原有行业代码进行

分类,重新划分为六大部门行业(C1 ~ C6)。 从表 3 的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到,采
矿业及能源供应业 ACF 修正后的成本加成均值最大,为 1. 309;而轻工业及纺

织品制造业的成本加成均值最小,仅为 1. 102;表明相比农副产品及食品加工

业,重化工业和能源采掘行业拥有更多的成本加成,这也与后者属于资本技术

密集型投入,需要追求更高的利润份额是一致的。 不同行业间的成本加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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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差异较大,同一行业间企业成本加成分布较小,标准差较小,说明统一行业

内部企业成本加成差距不大,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本研究行业分组的合

理性。

2.3.2　 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加成比较

企业性质往往对加成有一定的影响,因为不同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和政策

环境往往会有差异,从而导致市场结构和消费者需求偏好也不一致,进而成本

加成在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分布也不一致。 表 4 反映了不同所有制情况下的

ACF 成本加成分布情况,可以看到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成本加成均值

依次递减。 其原因并不难解释,在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条件下,国有企业占主

导地位,拥有更多的政策资源和市场势力,所以其平均成本较高;而经过改革开

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已经由依赖“三来一补”等外向型经济转向“国内

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民营企业的发展势头迅猛,并且成为经济的重要支柱,
所以其成本加成率平均水平高于外资企业和港澳台企业。

表 4　 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成本加成比较

企业性质 样本量 ACF 成本加成均值 ACF 成本加成中位数 ACF 加成标准差

国有企业 183078 1. 249 1. 170 2. 192

民营企业 178573 1. 111 1. 098 0. 133

港澳台资企业 22653 1. 106 1. 093 0. 101

外资企业 19256 1. 109 1. 099 0. 098

2.3.3　 不同加成算法的结果比较

在表 5 中,我们将会计利润法和生产函数法(OP 法、ACF 法)计算的成本加

成进行了比较。 可以看到不同估算方法,计算的成本加成均值、中位数及标准

差之间有显著性差异,其中 OP 法估算成本加成偏低,而会计利润法估算的结果

偏高,ACF 法估算结果较为适中。 原因在于 OP 法没有调整投入价格,由此产

生了一定程度的“价格偏差”;而会计利润法没有考虑到生产函数的复杂性,
计算中没有反映经济周期和外生冲击效应,导致高估了企业的成本加成。

表 5　 不同方法计算成本加成的比较

方法 样本量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会计利润法 1188220 1. 404 1. 238 31. 488

OP 法 1186489 0. 888 0. 865 0. 144

ACF 法 1186489 1. 146 1. 112 1.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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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价格的分解:
 

来自成本加成和边际价格的证据

3.1　 价格的分解方法:
 

“成本—价格传递”理论

　 　 De
 

Loecker
 

et
 

al.
 

(2016)提出了“成本—价格传递”理论,即认为由于可变

成本的存在,企业的价格能够被分解为成本加成和边际价格,并且边际成本与

成本加成呈负相关关系;许明和李逸飞(2020)利用最低工资实施检验了“成
本—价格传递”理论。 也就是说产品加成率同时包括了产品的边际价格和边际

成本,在外生政策的冲击下,由于成本传递的不完备性,导致企业可以通过价格

的变化将成本负担转移给消费者,这会在总体上降低加成率水平。 本文直接验

证了 De
 

Loecker
 

et
 

al.
 

(2016)的“成本—价格传递”理论,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lnP ijt = αlnmcijt +γij +εijt

其中,P ijt 表示第 t 年企业 i 生产的产品 j 的价格;lnmcijt 表示企业生产产品的边

际成本,利用 Lu
 

and
 

Yu(2015)的方法,首先利用海关数据库数据计算得到出口

产品的价格,然后将产品价格减去对应的成本加成率得到产品的边际成本(mc);
γij 为控制企业—产品固定效应,表示控制了企业—产品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加

成率水平;εijt 表示随机扰动项;α 是传递系数,取值范围为[0,1],如果取值为

0,表明价格完全等于企业—产品层面的成本加成,如果取值为 1,表明成本完全

传递到价格,如果介于 0~1 之间,则表明存在传递的不完全性。 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成本—价格传递”理论:基于工业企业—海关数据库的检验

变量 (1)
 

lnP (2)
 

lnP (3)
 

持续经营企业 (4)
 

企业市场份额

lnmc 0.
 

9015∗∗∗

(0. 0017)
0.

 

9015∗∗∗

(0. 0017)
0. 9258∗∗∗

(0. 0018)
0. 9165∗∗∗

(0. 0018)

企业—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是

样本量 26807 26807 23166 11855

Adj
 

R2 0. 95 0. 95 0. 94 0. 96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标准误为行业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表 6 的回归结果显示,2000—2006 年度工企—海关数据库中存在成本传递

的不完全性,也就是企业成本没有完全通过价格传递给消费者。 列(1)、(2)分
别是基准回归结果和考虑到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均为在 1%的水

平下显著,说明企业产品价格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其边际成本决定的。 考虑到

282



　
第 11 卷第 1 期

　
　 　 　 　 匡浩宇　 汪冲:

 

成本加成、产品边际价格与资源配置

　
　

企业进入和退出市场可能会产生影响,一般而言,持续经营的企业会有更稳定

的消费者群体和市场占有率,更加倾向将产品的边际成本表现在价格上,列(3)
反映了这一点。 列(4)在利用企业工业增加值计算市场份额的基础上,本研究

将前 50%分位数市场份额占有率企业纳入模型,回归显示市场份额占有率越

高的企业,其成本的传递性也越强,即产品的价格会在更大程度上反映边际

成本。
由于边际成本测算存在一定的误差,为了进行稳健性测试,我们分别采用

企业中间品投入金额的对数、员工的工资对数作为企业边际成本的替代变量纳

入回归,结果见表 7。 表 7 列(1)、(2)是用中间投入品金额的对数替代边际成

本的回归,列(3)、(4)是用员工的工资对数替代边际成本的回归,所有的回归

系数均位于 0 ~ 1 间,充分论证了产品成本传递存在不完全性,但前面两列在 1%
水平下显著,而后两列则不显著。 其中的原因应该是企业劳动力用工成本较难

转嫁到价格上,而中间投入品直接关系到企业产品加工和生产过程,与边际成

本的关联度更大。 本文验证了 De
 

Loecker
 

et
 

al.
 

(2016)提出的成本不完全传递

理论,后续也可以对不完全传递福利效应进行进一步分析。

表 7　 替代边际成本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中间投入替代 (2)
 

中间投入替代 (3)
 

工资替代 (4)
 

工资替代

0. 1577∗∗

(0. 0582)
0. 1522∗∗

(0. 0600)
0. 0292

(0. 0394)
0. 0296

(0. 0436)

企业—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样本量 26821 26821 26832 26832

Adj
 

R2 0. 932 0. 932 0. 932 0. 932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标准误为行业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3.2　 价格分解核密度图分析

为了更清楚理解“成本—价格传递”理论,我们画出了 2000 年、2006 年度产

品价格分布核密度曲线(详见图 1),我们将这两个年度企业的价格汇集到产品

层面,对数据在 1%水平上进行缩尾,随后画出随时间变化的核密度曲线。 可以

发现,相比 2000 年,2006 年度产品价格呈现上涨的状态。 其中重要原因是这个

阶段正好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 9%,通胀率也呈现逐

步提高的趋势①。 根据“成本—价格传递”理论,这种价格的上升是边际成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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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国家统计局,2019 年 7 月 1 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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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带来的,还是成本加成带来的,抑或是两者相加的作用? 为了解决这一疑问,
我们根据传递理论对价格进行分解,分别画出了 2000 年、2006 年度产品边际成

本核密度曲线和成本加成核密度曲线,如图 2、图 3 所示。

图 1　 2000 年、2006 年度产品价格分布核密度曲线

图 2　 2000 年、2006 年度产品边际成本核密度曲线

图 2 反映了 2000 年和 2006 年两个年度的产品边际成本分布曲线,产品边

际成本同样是在企业—产品层面上,可以看到产品边际成本核密度曲线与产品

价格分布核密度曲线几乎完全一致,2006 年的产品边际成本要比 2000 年高。
图 3 反映了两个年份的成本加成核密度曲线,可以发现两个年份的企业成本加

成几乎没有变化。 由于价格的总效应等于产品边际成本的变化加上成本加成

的变化,所以,相比 2000 年,2006 年度产品价格的上升绝大部分是由产品边际

成本变动带来的,这也与表 6 列(1)、(2)回归结果吻合,即在控制了不随时间变

化的企业—产品层面的加成率水平以后,边际成本的变化能够在 90%的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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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0 年、2006 年度成本加成核密度曲线

解释价格的变化。 这也是本文应用“成本—价格传递”理论解释中国经济问题

的边际贡献。 因为我们样本区间跨度为 2000—2006 年,讨论范围只限制于该

区间内,至于更大范围内的结论是否能够成立,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4　 资源配置效率分析

4.1　 企业进出口行为与资源配置效率

　 　 上部分我们通过将成本加成分解为价格和边际成本,验证了“成本—价格

传递”理论。 进一步,进出口行为的调整是否改善了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分布,从
而优化了资源分布? 我们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由于企业采取产品内

销抑或是出口行为会对其内部资源配置产生影响,我们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

(Fixed-effects
 

Model)考察企业进出口行为的调整是否改善了企业内部资源配

置效率。 本文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DISijt = β0 +β1∗TREAT +β2X ijt +λ i +γ j +δt +εijt

其中,DISijt 表示企业间资源错配程度,用企业加成率的泰尔指数来衡量:

DISijt =
1
n ∑ markupijt

meanmarkup jt
ln

markupijt

meanmarkup jt
( )

markupijt 表示第 t 年中 j 行业对应的企业 i 的成本加成;meanmarkup jt 表示对应

行业的加成率均值;TREAT 为 0 表示企业为非出口企业,为 1 表示企业为出口

企业;X ijt 表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年龄(当期年份减去企业开业年

份)、资本集中度(固定资产合计 / 从业人数取对数)、资产负债率(企业总负债 /
企业总资产)、融资约束(利息支出 / 固定资产)、政府补贴强度(政府补贴 / 总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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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额)、企业利润率(利润总额 / 企业总资产)、资本产出比(固定资产 / 工业总产

值)、人均工资(应付工资总额 / 从业人数后取对数);λ i、γ j、δt 分别代表企业、行
业和时间层面的固定效应;εijt 表示随机扰动项。

从表 8 可以看到,不管是何种成本加成计算方法,出口虚拟变量 TREAT 对

应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其中 ACF 法和 OP 法均在 1%水平下显著,而会计利润法

在 10%水平下显著,生产函数法在计算成本加成方法时考虑到了经济周期和市

场需求变化等影响,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企业经济信息,具有科学合理性。 可

以得出,企业从单纯国内销售转向出口兼具内销,能够降低企业内部资源的错

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其原因在于企业通过扩大出口规模,能够迎合国际市

场多元化需求,形成“倒逼”机制,促进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提高中间品投入水

平,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和附加值的提升,优化了资源配置。 虽然我们论证了企业

通过“出口+内销”的方式改善了资源配置状况,但是配置效果究竟如何,能够在多

大程度或者直观上增进企业的福利效应呢? 我们接下来讨论这个问题。

表 8　 企业进出口行为与资源配置效率

变量 (1)
 

ACF (2)
 

OP (3)
 

会计法

TREAT
-0. 0065∗∗∗

(0. 0008)
-0. 0049∗∗∗

(0. 0017)
-0. 0117∗

(0. 0065)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1061239 1061239 1062935

Adj
 

R2 0. 274 0. 435 0. 499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标准误为行业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4.2　 成本加成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

为了进一步证实企业成本加成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资源配置效果,我们

借鉴 Mr􀅡zov􀅡
 

et
 

al. (2021)的方法,分别采用 CREMR、LSE、Translog 三种不同的

模型来拟合实际市场主体的需求弹性,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资源配置效果,即 AIC
值,我们利用极大似然方法(MLE)分别计算了三种方法下的估计参数和 AIC
值,估算结果见表 9①。 可以发现,假设市场分布服从帕累托分布,LSE 方法下的

拟合效果是最优的;不管是哪种方法,都取决于企业成本加成分布。 进一步可

以肯定企业成本加成与资源配置密切相关,并且其中重要的影响渠道就是市场

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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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结构,这也与我们第 1 部分引入公共品生产企业后模型推导是一致的,即
市场需求结构弹性会引起成本加成的变动,从而产生资源配置效应。

表 9　 成本加成资源分布情况

模型 效率配置形式(m 表示 ACF 修正的成本加成) 估计参数 AIC

CREMR
 

method k
σ-1( ) m

m+σ-mσ( )
k
σ

σ-1( ) m2
σ-1( ) m

m+σ-mσ( )
σ-k
σ

σ= 2. 000
k= 0. 729

3051. 31

LSE
 

method 2k m( ) 2km-2k-1 σ= 0. 009
k= 0. 227

3934. 63

Translog
 

method k mem( ) k(m+1)m-k-1e-km σ= 0. 107
k= 0. 334

3160. 96

随后,我们将三种不同模型下的资源配置效果分布放在同一张图中,详见

图 4。 灰色方块代表 ACF 修正后的成本加成分布情况,方块越高,表明落入该

区间企业数量越多。 三条曲线分别代表三种不同估算模型,其中因为 LSE 方法

和 Translog 方法类似,两条曲线基本重合。 可以发现,随着成本加成水平的提

高,资源错配程度在不断降低,也就是资源错配程度与成本加成呈现出反向变

化的关系。 其原因在于随着企业成本加成水平的提高,企业拥有更大程度的市

场份额和竞争力,能够获得更大的“福利效应”,此时资源错配程度会降低,这也

与前面模型推导和实证检验是一致的。 CREMR 模型在成本加成大于 2 的时候

又再次迅速上升,是因为其模型假设是基于帕累托最优分布,也就是成本加成

大到一定程度后,市场会由充分竞争转向垄断,此时,资源配置情况会迅速

恶化。

图 4　 企业成本加成在不同效率函数条件下的分布图

为了进一步验证成本加成水平与资源配置情况,我们利用 2000—2006 年

度工业企业—海关合并数据库作出两者的关系分布图。 首先删掉了成本加成

大于 2 的样本,同时删掉了成本加成小于 0 的样本,详见图 5。 图中横坐标 x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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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是资源配置分布状况(-100,100),数值越大表示资源配置状况越好,如果

当 x= 100,意味着实现了帕累托均衡的状态。 图中可以分为三个区域,第一是

x∈(-100,0),对应的成本加成为 u x( ) = 1,此时表明成本加成位于 1 以下的企

业资源配置状况较低,不能够获得优质的市场资源,无法从市场竞争中获得主

导地位和高额利润;第二是 x= 0,对应的成本加成为 u x( ) ∈(1,2),在这个区间

的企业资源配置状况有可能变好,也有可能变差,取决于其成本加成的调整;第
三是 x∈(0,100),对应的成本加成为 u x( ) = 2,此时企业资源配置达到较高的

水平,能够在市场中获得最大化福利。 然而,绝大多数的企业加成处于(1,2)这
个区间段,意味着它们之间的资源配置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但是能够肯定

的是与成本加成是密切相关的,并且是正向的关系。

图 5　 企业成本加成与资源配置分布图

5　 研究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 2000—2006 年度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合并数据,
在生产函数法 ACF 修正基础上,构建了公共品生产企业进入市场的一般均衡模

型,考虑到产品价格、数量和进出口状态等可变因素的影响,控制了价格和需求

弹性的偏差,得到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成本加成的一致性无偏估计量。 企业成

本加成具有明显的行业和所有制类型异质性。 随后,我们通过 ACF 修正后的成

本加成,验证了 De
 

Loecker
 

et
 

al.
 

(2016)提出的“成本—价格传递”理论,并且

在样本期间内,控制了不随时间变动的企业—产品层面的成本加成率后,边际

成本的变化能够在 90%的程度上解释价格的变化。 最后,本文分析了企业进出

口行为下成本加成与资源配置效应,研究发现企业从单纯国内销售转向出口兼

具内销,能够降低企业内部资源错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分析中揭示了

在企业动态资源配置过程中,资源配置状况与成本加成呈现正相关关系。 本文

的研究拓展了以往成本加成在国际贸易中考察的背景,将成本加成纳入“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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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双维度背景下考察,给目前我国“双循环”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验证了

“成本—价格传递”理论在中国故事背景下的应用,将成本加成、边际产品价格

与资源配置有机联系在了一起。

5.2　 应用展望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构建公共品生产企业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础上,将成本加成视角纳入

国内市场维度去考察,成本加成分布率对国内市场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此

外,由“成本—价格传递”理论衍生出来的边际成本抑或是加成率变动带来的福

利效应分析以及成本加成与资源配置的内在机制研究,未来也可以深入探究。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建议:第一,本文研究范围为 2000—2006 年度,其

中 2003 年正好经历了“非典疫情”,在后疫情时代国内企业应该抓住国际国内

“双循环”这个契机,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和关键技术,提高产品附加值和质量,
这样才能获得更高的市场份额和经济效应;第二,企业要想获得市场占有率和

高额利润,不仅要关注自身的成本投入,还应该关注市场结构和产品需求弹性,
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得市场优势地位;第三,要在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环境

下,协调各种所有制企业,充分调动和发挥各种生产要素参与投入到经济活动

中,促进加成率的提高,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最大程度地优化资源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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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for
 

public
 

sector
 

producers
 

to
 

enter
 

the
 

market.
 

Using
 

the
 

merger
 

of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nd
 

customs
 

databases
 

from
 

2000
 

to
 

2006,
 

the
 

unbiased
 

and
 

consistent
 

cost
 

markup
 

is
 

obtained
 

after
 

correction
 

by
 

ACF;
 

then
 

it
 

is
 

verified
 

by
 

De
 

Leocker
 

et
 

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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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d
 

the
 

Pass-Through
 

theory,
 

and
 

the
 

study
 

found
 

that
 

during
 

the
 

sample
 

period,
 

after
 

controlling
 

for
 

the
 

time-invariant
 

firm-product
 

level
 

cost
 

markup
 

rate,
 

the
 

change
 

in
 

marginal
 

cost
 

can
 

explain
 

the
 

change
 

in
 

price
 

to
 

a
 

90%
 

degree.
 

Final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
 

of
 

cost
 

plus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under
 

the
 

import
 

and
 

export
 

behavior
 

of
 

enterprises,
 

and
 

finds
 

that
 

the
 

transition
 

of
 

enterprises
 

from
 

pure
 

domestic
 

sales
 

to
 

both
 

export
 

and
 

domestic
 

sales
 

can
 

reduce
 

the
 

mismatch
 

of
 

internal
 

resources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expands
 

the
 

previous
 

cost-plus
 

theory,
 

and
 

incorporates
 

the
 

cost-plus
 

into
 

the
 

“ international
 

+
 

domestic”
 

two-
dimensional

 

background,
 

which
 

provides
 

policy
 

inspiration
 

for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dual
 

circul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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